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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约》下和解协议在中国的执行问题初探 

2019 年 8 月 7 日，中国和其他 45 个国家签

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

约》（简称“《新加坡公约》”）。截止 2020 年 7 月

15 日，已有五个缔约国正式批准《新加坡公约》，

根据《新加坡公约》第 15 条的规定，《新加坡公

约》将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正式生效。 

尽管目前中国尚未对《新加坡公约》予以批

准，中国作为第一批签署《新加坡公约》的签约

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亦将直接面对《新加坡公

约》在中国境内的落地与实施。继君合争议解决

团队撰文对《新加坡公约》的简单介绍，本文将

重点就《新加坡公约》下，和解协议在中国的落

地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 《新加坡公约》下和解协议的执行主管机关 

根据《新加坡公约》第 3 条及第 4 条的规定，

和解协议应当由公约当事方按照其本国的程序规

则向其公约当事方主管机关申请执行。然而，根

据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就《新加坡公约》下的

该类和解协议——具有国际性、商事性、由双方

当事人自愿且在其他第三方调解员（无论使用何

种成为）调解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和解协议——的

执行程序和审查主管机关，并无任何规定。 

相反，根据我国关于国内和解协议或调解协

议的规定，则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要么不具

有强制执行力1，要么相应调解协议应当遵守司法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四十八条：“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

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

院不予准许。” 

确认程序而非强制执行程序。2因此，就《新加坡

公约》下和解协议的执行主管机关，我国既无明

文规定亦无其他国内法可以暂以参照予以执行。 

对此，在呼吁尽快出台对《新加坡公约》的

适配法律法规的同时，就主管机关而言，我们建

议可以参照我国对涉外仲裁裁决以及外国法院判

决的执行态度，即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

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主管机关对《新加坡公

约》下的和解协议予以审查并执行。一方面，这

样的安排与涉外仲裁裁决及外国法院判决的执行

管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各地中级人民法院在

处理涉外仲裁裁决及法院判决的执行方面已然积

累了经验，能够较为高效担任涉外和解协议的执

行审查职责。 

二、 《新加坡公约》下和解协议主管机关的审查

制度 

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随着《纽约公约》

下仲裁的“异化”——越发冗长、诉讼化的仲裁

程序——并不有利于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新加

坡公约》作为第一部为商事调解（和解）协议保

障法律执行力的国际公约，它的诞生为国际经贸

合作等国际商事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新的保障。因

此，《新加坡公约》强调“效率”3：一方面，《新

加坡公约》对和解协议的形式提出较低的要求；

另一方面，《新加坡公约》下和解协议可以由当事

方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而无须经过承认的程序。 

                                                        
2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及《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

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组织或

者特邀调解员调解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均可以申请司法确认。 
3 《新加坡公约》第 4 条第 5 点：“主管机关审议救济请求应从速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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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调解的低成本，虚假调解问题可

能层出不穷：调解双方利用虚假调解侵害第三人

利益，例如虚构债务达成虚假的调解协议转移债

务人的财产；或调解双方利用虚假调解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例如境内汇款人与境外收款人虚构债

务，以规避相应外汇管制。 

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这两端法

律基本价值，尤其是如许多学者所忧虑的那样，

如何规避虚假调解将是《新加坡公约》执行和落

实的重点及难处。而《新加坡公约》将这个难题

抛向了具有审查职权的各当事方主管机关。对此，

我们认为《纽约公约》的相关实践或有借鉴意义。 

（1） 制定严格的审查标准 

不同于《纽约公约》第 5 条关于拒绝承认和

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新加坡公约》第 5 条的规

定明显赋予了主管机关更严格的审查权。《纽约公

约》第 5 条仅关注仲裁裁决是否存在有违程序正

义的事项，因此相应审查机关仅需对仲裁裁决做

形式审查。然而，《新加坡公约》第 5 条第(e)、(f)

条的规定却关注和解协议是否由其他非程序性的

不公正因素造成。《新加坡公约》的此类规定，不

免让人立即联想到我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4、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5的规定，这些规定

在拒绝执行的理由上均要求关注是否存在例如调

解员（仲裁员）不公正等其他非程序性因素。 

然而，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和解协

议的执行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如果审查机关

对和解协议都采取“实质审查”，那么必然会丧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

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

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

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

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

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

定撤销。 

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对依法设立的

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被申请

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

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

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

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

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

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

行为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

予执行。” 

失“调解高效”的制度初衷，且给审查机关造成

过高的审查负荷。我们认为，主管机关适用高于

“形式审查”的严格审查标准是较为妥当的，例

如可以要求申请方完整披露调解过程、对纠纷事

实提供基本证明材料等，严格审查调解的真实性。 

（2） 由申请人充分举证其并非虚假调解 

如上文所述，《新加坡公约》赋予了主管机关

更严格的审查权，并且赋予主管机关权利可以要

求申请人提供任何必要文件，以核实本公约的要

求已得到遵守。6我们认为，主管机关一方面应当

明确不可进行调解的事项直接拒绝该类和解协议

的执行；另一方面，就可调解事项根据具体类型，

主管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全面的证据材料以

证明其并非虚假调解。例如，就国际贸易纠纷所

产生的和解协议，要求申请人提供具体贸易合同

以及相关合同履行基础证据材料以证实交易之真

实性。 

（3） 将虚假调解纳入“违反公共政策”的情

形 

由于虚假调解往往是由审查机关主动审查才

可能发现的问题，而根据目前《新加坡公约》关

于拒绝执行的理由，主管机关主动审查并且拒绝

的执行仅为“争议本身不可调解”以及“执行将

违反公共政策”这两点。那么，在目前的框架下，

我们认为只有将“虚假调解”明确纳入“违反公

共政策”的情形，才可能在遵守《新加坡公约》

的情况下在执行阶段由主管机关识别虚假调解并

直接拒绝和解协议的执行，保护我国公共利益。 

（4） 拒绝执行情况下的报核制度 

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统一审查尺度和执行

标准，针对涉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建

立了相应核报制度：即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

人民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应当向

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报核；高级人民法院经

审查拟同意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待最

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

意见作出裁定。7 

尽管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核报制度曾由于

                                                        
6 《新加坡公约》第 4 条第 4 点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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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耗时过长且不确定”等问题遭到

许多病垢，但该制度自 1995 年 8建立至今，的确

在统一审查标准避免地方保护等方面具有突出贡

献。我们认为在执行和解协议的初期，同样可能

面临类似地方保护主义、在适用“公共政策”等

问题上标准较为模糊等问题，核报制度亦能起到

相应作用。同时，就虚假调解问题的标准上，报

核制度同样可以起到统一的作用。因此，我们建

议同样建立类似的核报制度。 

另外在和解协议的核报制度建立上，我们建

议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i）明确核报审查的

期限，避免核报无限期拖延执行程序；（ii）明确

核报审查的程序以及上下级法院往来文件的公

开，增强核报审查的透明度。 

三、 结论 

就《新加坡公约》在中国具体落实的问题，

目前尚缺相应配套机制及指引文件。本文抛砖引

玉，建议参照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制度，

并结合调解制度本身的特征和《新加坡公约》的

规定，建议以财产所在地或者被申请人所在地的

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执行申请的审查主管机关；建

议以高于“形式审查”的严格审查标准结合核报

机制建立相应审查制度。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中国国际商事法

庭，并建立了“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

决机制，这些举措都在彰显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

放、改善国际营商环境的决心。加入《新加坡公

约》作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

制的重要契机，期待我国尽快出台适配法律法规

解决《新加坡公约》的具体落地问题，为当事人

提供明确的指引，保障国际商事合作活动的开展。 

 

 

 

 

 

 

 

 

 

 

 

陈鲁明   合伙人  电话：86 21 2208 6396   邮箱地址：chenluming@junhe.com 

赵曼姝   律  师  电话：86 21 2283 8281   邮箱地址：zhaomsh@junhe.com 

本文仅为分享信息之目的提供。本文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君合律师事务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想获得更多

讯息，敬请关注君合官方网站“www.junhe.com” 或君合微信公众号“君合法律评论”/微信号“JUNHE_LegalUpdates”。 

 

8 最高院于 1995 年 8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由最高院行使不予执行

涉外仲裁裁决以及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决定权，内部报告制度最初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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